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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提升我国耕地保护实效的思考

陈美球，刘桃菊

（江西农业大学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 / 江西省鄱阳湖流域农业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耕地保护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基于《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

见》（中发〔2017〕4 号），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结合新时期耕地保护策略，

诊断制约耕地保护实效的主要问题，探讨提升耕地保护实效的对策，对于切实落实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具有积极意

义。尽管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制度，耕地保护的实效并不乐观。我国新时期耕地保护策略

明确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社会机制的改革方向和回归了耕地占补平衡的产能本质。但存在有耕地保护

社会氛围尚未真正形成、建设占用耕地粗放利用现象依然存在、土地整治对耕地的提质改造功能未充分发挥、农

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土壤污染现象较为突出等主要问题。因此，为落实《意见》、切实提升耕地保

护效果，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科学的耕地保护理念，构建全国层面的耕地保护社会共同责任机制；开

展建设用地供给侧改革，减少建设对耕地的占用；推行生态化土地整治，提升土地整治的耕地提质效果；充分调

动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培育耕地保护的行为主体；加强土壤健康建设，强化耕地产能之本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耕地保护实效；社会共同责任机制；耕地占补的产能平衡；对策建议；中发〔201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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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tection of farmland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CHEN Mei-qiu, LIU Tao-ju
（The Research Center on Rural Land Resources Use and Protection,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e Key 

Laboratory of Poyang Lake Basi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 China）

Abstract ：Farmland protection is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n China. Improving farmland protection effectivenes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farmland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y of farmland protec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improving the balance between occupation and compensation of 
farmland” (Central Document No. 4 in 2017). Although a series of farm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have been formulated, 
the farmland protection effectiveness was not optimistic. The strategy of farmland protection in the new era is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mechanism of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the return of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balance of farmland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By examining the main problems restricting farmland protection effect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farmland protection has not really been formed, the extensive use of occupied farmland 
still exists, land reclamation has not fully played the role of land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farmers’ enthusiasm for 
farmland protection has not yet been fully mobilized, and soil pollution phenomenon was more prominent. To improve 
farmland protection effectiveness,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s follows: to establish 
a nationwid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for farmland protection, to reform the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policy 
and reduce the occupied farmland construction, to implement ecologic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rmland, to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farmland protection behaviors,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il health.
Key words ：farmland protection effectiveness; social common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balance of farmland requisition-compens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Central Document No. 4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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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面对人多地少的

基本国情，加强保护耕地，不仅对于实现我国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对于保障世界粮食安

全、稳定国际粮食价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虽然国

家明确提出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但耕地保护的实效并不乐观，特别是耕地质量

与生态保护现状已成为了制约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

品安全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如何提高耕地保护实效

已成为贯彻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实现我国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础性课题。

多年来，学术界针对耕地保护效果提升这一主

题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研究

角度分析了造成我国耕地保护效果不佳的原因，并

相应提出了对策。如刘彦随和乔陆印 [1] 提出要形

成耕地资源四大属性（数量、质量、生态和用途），

三种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两

大战略（严格保护和占补平衡）的“432”认知范

式，确立“数量、质量、生态（品质）、空间和时

间”的“全要素”耕地保护体系，创新形成耕地保

护价值补偿制度和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杜亚敏

等 [2] 提出要推行从“平面扩张”向“内部挖潜”转

变的城镇土地配置观、强化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

衡、大力开展土地整治、探索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

制和耕地合理休耕。赵小风等 [3] 则强调必须构建耕

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并提出了构建共同责任机制

的思路。金晓斌等 [4] 以江苏省为例，通过虚拟仿真

实验模拟不同新增费征收标准情景下的耕地保护效

果，认为新增费的耕地保护效果尚不显著，应进一

步完善相关政策，以提升耕地保护效果。张一鸣 [5]

认为，传统的行政命令式耕地保护模式无法应对灵

活多变的市场，应向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耕地保护

制度转型，完成土地要素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

转变，保证经济运行和土地资源双重可持续发展，

实现耕地保护的目标。郭珍 [6] 提出应考虑地方政府

在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策略选择，从数量、

质量和生态协调视角评价中国耕地保护制度的实施

绩效，要合理界定耕地保护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陈美球等 [7] 针对当前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落实中存在

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对策

建议。Lichtenberg 和 Ding [8] 在从粮食生产保障对我

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

出必须加强土地配置制度的改革来改变当前耕地保

护效果不佳的问题。Wang 等 [9] 通过对浙江省的实

践总结，提出应推行发展权转移（TDR）来提高耕

地保护效果。尽管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提出了提

升耕地保护实效的对策建议，但耕地保护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同时应根据时代

发展的新要求，及时形成一个完整的耕地保护政策

体系。

2017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耕

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
号），《意见》确定了我国新时期耕地保护的目标任

务，提出了加强和改进耕地保护的总体要求和政策

措施，成为了构建中国特色耕地保护机制的一个纲

领性文件 [10]。陈美球基于《意见》主要内容从耕地

保护的改革方向 [11]、完善耕地保护机制 [12] 等进行

了初步分析。“三分政策，七分落实”，只有通过落

实成为现实，才能体现《意见》的价值所在。因此，

本文在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保护政策及

其实施效果的基础上，针对新时期耕地保护策略，

客观分析影响我国耕地保护效果的主要问题，探讨

提升耕地保护效果的对策建议，进而促进《意见》

的切实落实。

1  我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梳理与实施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基本农田保护

制度、“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

制度。

1.1  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1988 年第一块基本农田保护区在湖北省荆州市

监利县的周老嘴镇诞生。1989 年 6 月原国家土地管

理局和农业部联合在荆州召开了全国基本农田保护

区现场会，标志着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建立。1994
年国务院出台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把基本农

田划分为一级和二级 ；1998 年对《基本农田保护条

例》进行了修订，对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作出了明确

的规范，取消了一级和二级基本农田的划分。2008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

以强调基本农田的永久性保护。2014 年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将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现有

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即先

完成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2016 年国土资源

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要求全面完成全域永久基

本农田的划定，将全国 1.03 亿 hm2 基本农田保护任

务落实到用途管制分区，实现上图入库、落地到户，

实行特殊保护。

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实施，一是进一步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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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的基本国策，提高了全民耕地保护意识，

特别是明确了不低于 80% 的全国基本农田保护率的

刚性要求 ；二是深刻影响和丰富了土地管理制度，

成功探索了建设用地区、永久基本保护区的分区规

划控制，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经验 [13]；

三是在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基础上，加

大了对永久基本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了

耕地质量，推动了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2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一方面全国粮食总产

量起伏不定，徘徊不前。1990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44 624 万 t，1991 年 43 592 万 t，1992 年 44 266 万 t，
1993 年 45 644 万 t，1994 年 44 460 万 t ；另一方面，

区域粮食供求关系由“南粮北调”变为“北粮南运”，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由粮食调出区演变为粮食调入

区。1994 年 12 个沿海地区中有 9 个地区粮食减产，

共减产 695 万 t，占全国粮食减产总量的 57.9% 以上。

为此，199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坚持“米

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其主

要内容是 ：以省区为区域范围行政首长负责制，要

求各地努力实现粮食的供求平衡和粮食市场的相对

稳定，具体包括稳定生产，稳定粮源，稳定储备，

逐步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和稳定市场 ；以市为单位，

构建蔬菜生产基地。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

制的出台，增强了省一级政府和领导对粮食生产和

耕地保护的高度责任感，各级政府在努力增产粮食

的同时，注意解决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的一些较深层

次问题，如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兴修水利，改善

粮食生产条件，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调动和保护好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少地方实行了定购粮价外补

贴政策或粮肥挂钩政策 [14]。

1.3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进入 20 世纪 90 年后，我国人均耕地逐年减少

的趋势依然明显。1994 年莱斯特 · 布朗发表了《谁

来养活中国 ?》，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5]。面

对国际社会的疑虑，中国政府多次郑重承诺中国能

靠自己养活，并于 1996 年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央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要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政策。

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是国家落实耕地总量动态平

衡战略的一项具体措施，要求建设占用多少耕地，

占用单位就要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

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的，应依法缴纳耕地开

垦费。明确耕地占补平衡是占用耕地单位和个人的

法定义务。具有要求由“先占后补”、“边占边补”

发展为现在的“先补后占”、“占水田补水田”。耕

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实施，在约束建设用地对耕地的

占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根本上有效遏制了

耕地锐减的态势。但是，由于“占优补劣”的现象

普遍，大量城镇周围和交通沿线的良田沃土被占，

而补充的耕地则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和灌溉条件较

差的边远丘陵山区或保水保肥条件差的“四荒地”，

限制因素较多的劣质低产田 [16]。同时，由于农业面

源污染等耕地地力下降的问题加剧，导致我国耕地

质量在不断下降，耕地安全生产能力面临挑战。

2  新时期我国耕地保护策略

《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中发〔2017〕4 号）的出台，是我国耕地保护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大事，是新时期我国落实最严格耕地

保护制度的具体举措。《意见》一方面，坚持目标

导向，针对耕地保护目标，围绕实现耕地数量、质

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系统提出了加强耕地

管控性、建设性和激励约束性多措并举保护政策，

进一步增强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可操作性，推

动耕地保护制度和政策更加定型和成熟 ；另一方面，

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耕地占补平衡中“占优补劣”

突出问题，坚持统筹协调与差别化管理相统一，改

进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和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推动耕地保护权责利相

统一，更加广泛地调动各方面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2.1  《意见》的主要内容

《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 3 个方面 ：

一是加强土地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从严控制

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

特殊保护，严禁通过擅自调整县乡规划规避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的审批 ；以节约集约用地缓解建设占用

耕地压力，促进新增建设不占或尽量少占耕地。

二是完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落实机制，建设用

地单位必须履行补充耕地义务，地方各级政府负责

落实补充耕地任务。按照“以县域自行平衡为主、

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充”要求，改

进并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通过大规模建设高标

准农田、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统筹推进

耕地休养生息、加强耕地质量调查评价监测，大力

推进耕地质量建设和保护。

三是加强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激励，实

行跨地区补充耕地利益调节，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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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保护耕地积极性。严格对地

方政府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的监督考核，强化地方政

府保护耕地的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构

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

上下联动”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把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实处。 
《意见》提出了新时期我国耕地保护策略，其

核心是明确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社会机

制的改革方向和回归了耕地占补平衡的产能本质。

2.2  明确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社会机制

的改革方向

耕地保护具有强烈的经济正外部性，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实行社会化扶持已成为世界各地的惯

例 [17]。《意见》强调我国耕地保护也是全社会责任，

要逐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耕地保护社会机制。 
一是树立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的耕

地保护观。在传统的耕地数量、质量保护的基础上 ,
《意见》明确把生态保护列入耕地保护的内容，既

是对确保耕地自身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视，也是

对耕地为社会提供巨大生态功能的充分认可，无论

是耕地表现出对水、空气的净化功能，还是其特有

的农耕生态文化，都被全社会共享，因此，耕地保

护不只是耕地所在地的义务，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从而明确了构建耕地保护社会机制的重要理论

支撑。

二是不让耕地保护者吃亏。《意见》提出整合

涉农资金，实行耕地保护的责任奖、补，特别是

规定跨省补充耕地资金收取标准应包括补充耕地成

本、资源保护补偿和管护费用等，这些费用在耕地

保护地，不仅可用于现有耕地的提质改造、耕地开

发与新增耕地的地力培育、农田基础设施的维护和

保护性耕种的激励等耕地保护上，也可用于当地的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对耕地保护地放弃非农发

展权的一种经济补偿，可有效地缓解当前“保护耕

地就是维系贫困”的尴尬局面，并将推动耕地保护

补偿机制的建立 [18]，不让承担耕地保护的地区和农

民吃亏。

三是明确了永久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要求。《意

见》针对永久基本农田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保护措施，

如规定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等相关规划

的编制，应与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充分衔接，原则上

不得突破永久基本农田边界，已经划定的城市周边

永久基本农田绝不能随便占用 ；明确涉及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的用地预审应由国土资源部负责 ；对永久

基本农田占用，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当地耕地开垦

费最高标准的两倍交纳等。

四是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耕地占补平衡系列

措施。《意见》在明确“少占、补足、管好”占补

平衡思路的基础上，围绕耕地产能的本质内涵，制

定了一系列的实施措施。如明确建设用地单位是耕

地占补平衡的责任主体，可选择自行补充或交纳耕

地开垦费方式 ；土地整治是落实补充耕地任务的主

要途径，主要通过耕地质量提升，而不是耕地开发

来实现耕地占补的产能平衡 ；明确由政府统筹耕地

补充，鼓励多途径补充耕地 ；确有困难难以实现占

补平衡任务的地区，可通过向中央财政上交耕地开

垦费申请国家统筹 ；严格补充耕地的验收和加强耕

地质量的年度监督更新等。

2.3  回归耕地占补平衡的产能本质

《意见》中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最根本的改进就

是强调耕地的产能平衡，回归到了耕地占补平衡的

本质。占补平衡政策制定的初衷就是要维持耕地生

产能力的平衡，而产能是维持耕地生产能力的根本。

《意见》明确要根据所占用的耕地数量、质量和生

态损失来确定需要补充的耕地。耕地占补平衡的产

能本质回归，将有助于提升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实

施效果。

一是能从根本上遏制“占优补劣”。目前之所

以普遍存在“占优补劣”的现象，与现行“重数量、

轻质量”的占补平衡实施思路密切相关，由于缺乏

耕地农产品生产能力上占补平衡的可操作实施措

施，不少地方只是追求耕地数量上的形式占补平衡。

耕地产能平衡的具体规定，将从根本上遏制“占优

补劣”现象的出现。

二是有利于形成“不占或少占耕地、能占劣地

不占好地” 经济倒逼机制。成本是建设单位在耕地

占用决策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目前简单以数量决

定建设占用耕地的成本，难以真实反映耕地被侵占

的实际损失，无法发挥出占补政策对占用耕地产能

的调控作用。《意见》明确规定用地单位应依据所

占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损失来确定交纳的补充耕

地开垦费，这就意味着占用同等数量优质耕地需交

纳的耕地开垦费要远远高出占用劣等耕地，势必真

正对建设用地单位形成“不占或少占耕地、能占劣

地不占好地”的经济倒逼机制。

三是有利于改过度依赖开发补充耕地为以耕地

提质改造为主。在追求耕地数量平衡的目标导向下，

人们就把土地开发作为耕地补充的主要途径。然而

我国可供开垦的宜耕地后备资源日益枯竭，一些地

方为追求耕地面积数量上的平衡，就忽视了土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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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意见》明确了耕地产能的

占补平衡，使耕地补充不只是数量补充一个环节，

而是产能的长期培育和维持，而违背自然规律的耕

地开垦难以达到这个要求，这必将促使耕地补充工

作转向现有耕地的提质改造上，如中低产田改造、

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这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方向

是一致的。

3  制约我国耕地保护实效的主要问题

3.1  耕地保护的社会氛围尚未真正形成

除了农产品具备明显的排他性，完全归生产者

所有外，耕地的粮食生产保障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以

及对水与空气的净化、农田文化等非生产性功能表

现出强烈的正外部性，供全社会分享，且表现出代

内外部性、代际外部性和空间区域延伸性的突出特

征。耕地保护关呼着国泰民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是全社会的责任。然而，我国公众对耕地的社会和

生态功能的认识普遍缺乏，表现出公众耕地保护意

识的淡薄，远远没有形成耕地保护的社会氛围。特

别是作为耕地直接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在“土地财

政”和以 GDP 为主导的绩效考核驱动下，在耕地

保护上不断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 [19]，并与中央政府

在耕地保护目标上形成巨大反差，现实中的耕地侵

占带着浓厚地方政府行为色彩。

3.2  建设占用耕地粗放利用现象依然存在

各类各项建设对耕地的侵占是耕地保护的最大

威胁因素，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占

用一定的耕地资源，但必须确保用地的节约集约。

然而新增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不高是当前我国土地利

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批而未用”就是其中的典

型 [20]。“批而未征”、“征而未供”、“供而未用”等“批

而未用”现象不仅在报批环节投入了大量的前期成

本，更侵占了宝贵的耕地资源，不少耕地被征用后

进行了“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却长期闲置不用。

造成“批而未用”等新增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不高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新增建设用地的供

应机制的不完善，难以达到批地、供地和用地的无

缝对接。目前，除单独选址项目外，城镇用地都采

取“批量”报地、“零售”用地的形式，地方政府

存在“先从锅里捞到碗里再说”的思想，积极争取

建设用地计划，尽可能多报批建设用地。

3.3  土地整治对耕地的提质改造功能未充分发挥

土地整治作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

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工程，无论是耕地数量的增加，

还是耕地质量的提升、生态的改善，都应成为实现

我国耕地占补平衡的最主要途径。然而，当前的土

地整治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对耕地提质改造应有的作

用 [21]。一是“重数量、轻生态”，耕地质量提升不

够科学。不少地方过分追求土地整治的新增耕地面

积，甚至个别地方曾经明确规定出地率是衡量项目

能否立项的重要指标，结果导致所有坑塘水面和湿

地都开垦成耕地，农田基础设施过分追求水泥的硬

化，破坏了区域的景观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二是

“重工程、轻管理”，影响了土地整治效果。土地生

态整治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典型的系统

工程，尤其是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现阶段。比

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整治，基层

调研发现，农户间的协调难度大、标准田块难以维

持、农田基础设施后期管护缺乏机制，才是影响建

设效果的主要问题。

3.4  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

作为耕地的实际耕种者，农户是耕地质量和生

态保护的关键主体。这是因为耕地质量、生态与种

植作物的品种、耕作制度选择、化肥与农家肥的施

用、农药的使用、甚至农田灌溉方式都密切相关，

而这些都是农户的直接行为。然而，当前我国农户

虽然认可自身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但普遍缺乏主

动性和动力，特别是在耕地质量保护投入上，有愿

望而无实际行动，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并不高 [22]。影

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不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耕

地经营经济效益低。在耕种 0.33 hm2 农田一年的经

济收入还不如打工一个月收入的普遍现象下，“保护

耕地”与“维持贫穷”已成为当前农户普遍的矛盾

心态。加上农村劳动成本的日益上涨，农村传统的 
精耕细作、合理的种养轮作和农家肥的施用不断减

少，已成为导致我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3.5  土壤污染现象较为突出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且饭碗里装的应是

安全和放心的粮食，这是我国耕地保护的底线，而

健康的土壤才能生产出安全的粮食。2014 年环境保

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公报》表明，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

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造

成土壤污染的人为原因主要是工矿业的污染排放

和农业面源污染，而化肥的大量施用和肥料利用

效率偏低是农业面源污染的原因之一 [23]。据报道，

1980—2015 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 56%，而化

肥投入量增长了 225% ；同期，德国、法国等发达

国家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 51%~52%，而化肥投入

量则减少了 31%~4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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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我国耕地保护实效的对策建议

4.1  树立科学的耕地保护理念，构建全国层面的耕

地保护社会共同责任机制

一是加大耕地社会生态功能的宣传，普及“数

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观。应加大

耕地社会生态功能的宣传力度，让人们认识到耕地

保护关呼着国泰民安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形成人人

自觉保护耕地的社会氛围。同时，应重视耕地的人

文保护，因为融入了人类文明的耕地才能为人们提

供农耕文化、农村独特景观等功能，特别是为正在

日益兴起的农村休闲产业发展创造机会。

二是在国家层面实行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构

建耕地保护的社会共同责任机制。耕地空间分布的

不均衡性以及耕地利用比较利益低等因素，导致耕

地保护越多、生产粮食越多的地区，失去的非农发

展机会越多，付出的耕保成本越高。应把责任上升

到全国层面，由整个社会来分摊成本，体现耕地保

护的公平。

4.2  开展建设用地供给侧改革，减少建设对耕地的

占用

一是改革建设用地的供地机制，保证新增建设

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要在规划管控上突出节约集

约用地，改革现行的建设项目供地制度，防止新的

低效和闲置用地的产生，特别是严防“批而未用”。

要从总量调控、区域调控和分类调控 3 个方面调控

土地供应，实现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各区域、各行业

间的节约利用 ；积极探索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和租

让结合的用地方式，杜绝企业随意扩大用地规模的

需求。

二是回归建设用地单位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主

体，坚持产能为耕地占补的核心，切实发挥占补平

衡政策对建设占用耕地的调控作用。要改变建设用

地单位并不直接承担耕地的补充任务的现象，回归

建设用地单位的耕地占补平衡责任主体和国土部门

行使耕地保护监管的本位职能，建立以占用耕地产

能和耕地社会保护成本为依据的耕地开垦费核算机

制，引导建设项目少占耕地。

4.3  推行生态化土地整治，提升土地整治的耕地提

质效果

一是把生态理念贯穿于土地整治始终。从设计、

施工，到后期管护的每个环节，都要把生态需求融

于其中，比如沟渠和生产道等农田基础设施，不宜

过分追求水泥的硬化，应给青蛙和蚯蚓等生物留有

栖身之地，以及化肥农药使用时的逃生通道和避难

场所，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与土地平整工程、

农田水利工程和道路交通工程的相互融合。

二是坚持土地整治的生态系统整体观，因地制

宜地推行生态化技术。不仅要遵循“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的客观规律，还要追求“田、沟、路、林、

渠”的耕地生态系统整体协调，把耕作层地力的培

育与提升、农田水环境的保护、污染土壤的修复和

耕作生产条件的改善统筹在一起，实现耕地生产与

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 [25]。不同地域条件环境下的耕

地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明显特征，耕地生态系统的

潜在威胁因素不同，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的耕地也

蕴含着独有的农耕文化气息与人文特征。应科学诊

断不同地域条件下耕地生态系统的主要潜在威胁因

素，针对当地的农耕文化，有针对性研发相应的生

态化整治技术。

三是推进配套制度的创新。包括创新经营权流

转机制，避免整治区田块的再次细碎化 ；创新承包

地分配制度，积极探索按区位和产能进行成片分配

的方法 ；创新农田基础设施后期生态管护，加强农

田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与管理。同时，要创新土地

整治运行机制，改变“各投其资，各负其责，各司

其职，各记其功”的现状，实现部门间的协同，聚

合项目资金，形成土地整治合力。

4.4  充分调动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培育耕地保

护的行为主体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优化城

镇化环境，加速耕地流转的进程。保证农户耕地耕

种能获得应有经济报酬是对他们耕地保护行为的最

根本支持。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三农”扶持力度，

确保农民生产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农民耕地生产

的积极性。人均耕地越少，家庭耕地规模就越小，

人们进行耕地保护性投入的概率就越低 [26]。实现经

营权的流转是解决家庭承包责任制分散承包与现代

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矛盾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耕地

利用中保护的重要方式。针对转移农民市民化难是

目前影响耕地流转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27-28]，优化城

镇化环境，实现转移农民的市民化，促进经营权流

转的长久化，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耕地保护

的“多赢”。

二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农村土

地由保障功能向资本功能转变。对土地不同功能的

定位，密切影响着人们对土地利用的心态、行为和

土地利用效果 [29]。在承包地对农户的生存等社会保

障功能未能得到替代之前，农户不会也不敢轻易放

弃承包地经营权，难以实现长期稳定的流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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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使得土

地不再是农民最主要的生活保障，促进农村土地由

保障功能向资本功能转变。

三是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培育对农户

耕地保护的监管主体。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村集

体经济组织，沿袭了传统的村落历史脉络，具有地

域与血缘的先天性特征，村民与村落的发展和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兴衰荣辱与共，已成为了我国农村社

会发展的基本“生命共同体”[30]，对保护区域内耕

地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在协调个人与集体利益、

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

应改变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法律地位无法人地位的现

状，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培育对农户耕地

保护的监管主体，也可破解农田公共基础设施管护

的现实难题。

4.5  加强土壤健康建设，强化耕地产能之本

一是正确诊断威胁我国土壤健康的主要因素，

在客观评估土壤健康状态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对

策措施。土壤酸化、次生盐渍化、土壤污染和水土

流失都是影响土壤健康的主要表现，但不同地域环

境制约土壤健康的因素与表现不同。因此，应全面

开展我国的土壤健康体检与病因诊断，系统掌握威

胁我国土壤健康的种种潜在因素，制定相应的对策

措施。

二是完善管理制度，防止土壤退化和污染。土

壤健康受损，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

其危害并不比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轻，而治理难度更

大。要着眼于以防为主，加强土壤环境监督管理 [31]，

统筹好土壤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肥力维护与农业

持续发展、土壤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

环境污染与人居环境安全的关系，坚持土壤利用与

土壤保护同步。建议把耕地保护归入国家惠农政策

的目标设计之中，制定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等耕地质

量保护激励对策，实现惠农政策与耕地保护二者目

标取向上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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